        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
有虞同
                      （吉林大学古籍所）
黄盛璋先生曾撰文考证了战国时期三晋铜器（不含两周）铭文所反映出的制度问题。
根据黄文的研究，三晋铜器的铸造方面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监、主、造三级制度，“监造中央以司寇、司马、封君，地方以令，同于三晋兵器（多出司马），它国未见；主造除工师见于秦铜器外，其余它国亦不见；制造惟冶及冶客见于东周铜器。”（第52页）客观地说，黄文的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三晋铜器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以及文字释读水平的提高，学界对三晋铜器的监造制度有了新的认识，黄文的结论已有了局部修正的必要。比如，收录了非三晋文字的“原氏扁壶”，对“襄阴鼎”的国别判断有误；所谓的“冶客”实应释读为“斪（斠），客（格）”，
与铸造制度无关（这已为下文将要介绍的“十六年邢丘令鼎盖”铭文所证实）；安邑下官锺的“十年”等文字实为韩国另刻的铭文，而所谓的“冶吏”应释为“左史”（即任府佐的史[狄]），
实际并不存在“冶吏”这一级制造者，等等。此外，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黄文也无由考察三晋各国的铜器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新资料的发表使得考察战国中晚期三晋铜器制度的变化问题有了切实的可行性、必要性。本文拟先考查资料较为丰富的魏国铜器及其制度，韩、赵两国待另文详述。为行文方便，释文多用宽式；常用的资料书使用简称，文末附有“简称对照表”以便核检。

目前所见魏国有铭铜器的制造大致可分为魏都与地方政府、封君贵族两个系统。

魏国都城大梁制造的铜器有魏惠王时期的《集成》2609—2610号的“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2746号的“梁十九年亡智鼎”，
以及9707号的“安邑下官锺”等。这一时期地方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527的“三十年虒（？）令鼎”、2611的“三十五年虒（？）
令鼎”，
以及2693号“二十四年合阳鼎”，另有2577号“十七年坪阴鼎盖”可能晚至襄王时。

魏国地方城邑铸造的铜器还有《集成》2240号“十年弗官鼎”、2308号“内黄鼎”、2242“垣上官鼎”与《新收》367“垣上官鼎”、《中日》630号“朝歌下官锺”，以及《新收》9997“二十七年宁皿”、1488“二十三年襄平鼎”等铜器。前五件器中的地名是置用地的可能性很大，其年代可大致推定在战国中期（详后）；后两件器从纪年数字、不记监造者等因素推断，铸造时间在魏惠王或襄王时的可能性很大。

这些资料（除去只记置用地的各器）表明，魏惠王时期铸造的铜器，国都实行的是司寇监造、啬夫主造的制度，而不记具体的制造者“冶”，地方城邑则实行“令、视事、冶”三级制（个别的只记铸造地、年代）；大约到了魏襄王时期，地方的铸造制度已改为“令、工师、视事、冶”，县令之下增加了“工师”作为主造者。

魏国封君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793号“二十八年坪安君鼎”、2764号“三十二年坪安君鼎”、《新收》1818“坪安少府鼎足”以及《集成》2773号“[image: image1.bmp]安君鼎”、2451号“宜[image: image2.bmp]冢子鼎”（梁上官鼎）、2304号“长[image: image3.bmp]侯私官鼎”、《珍秦》“信安下官鼎”等。据考证，长[image: image4.bmp]（信）侯是魏安釐王时的相邦；
宜[image: image5.bmp]应指《战国纵横家书·二六·见田仆于梁南章》的魏安釐王时贵族宜信君的封邑；
见于《战国策·魏策二》的[image: image6.bmp]（信）安君可能是魏襄王时的封君。
这些器铭表明，魏襄王时封君的铜器铸造实行的是“视事、冶”的二级制（[image: image7.bmp]安君鼎），安釐王时期则已改为“冢子、冶”（宜[image: image8.bmp]冢子鼎），“冢子”取代了“视事”。或以为“冢子这一职官战国时见于三晋。在魏国设在地方，在韩、赵设于朝中，其共同点是所辖有冶，职责是制作青铜器，包括兵器在内”。
从现有的资料看，魏国地方政府、封君都置有“冢子”一职，有的冢子还分设左、右两个机构。

从上举的国家与地方、封君制造铜器的铭文可以看出，在战国中期的魏惠王、襄王时期，主造者为视事（或为地方县令的属官，或为封君的属官），此后则似为工师所取代。这在两件新公布的铜鼎铭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新见一件私家收藏的“十六年邢丘令鼎盖”，盖的边缘刻有一行18字铭文（“工帀”、“四分”作合文形式）：“十六年，邢丘令秦、工师[image: image9.bmp]、冶颉铸。客（格）[image: image10.bmp]（容）四分[image: image11.png]


”。
从铭文使用“[image: image12.png]


”为容量单位以及“[image: image13.bmp]（容）”、“ [image: image14.bmp]（铸）”字的写法来看，这件鼎盖的国别应该属于战国时期的魏国。
《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夏，攻魏，取邢丘、怀。”由于前266年（魏安釐王十一年）邢丘最终入秦，而魏襄王时期的铜器主造者尚为“视事”，故这件鼎盖的铸造最有可能是在魏昭王十六年（前280年）。盖铭“客（格）[image: image15.bmp]（容）”与属于魏安釐王时代的“三十二年坪安君鼎”
铭的用法相同，也可佐证其时代。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有一件战国有铭铜鼎（按，即《新收》994号铜鼎），传1979年山西临汾市出土。
据介绍，鼎体呈扁球形，通高16.3厘米，铜鼎腹上壁有铭文18字（“工师”、“大夫”为合文）：“九年，承匡令□、工师赣、大夫[image: image16.bmp]、冶期铸。[image: image17.bmp]（容）四分。”原书认为，“从此鼎的出土地点、造型以及铭文字体风格看，为战国中晚期魏器。”（第14页）这个说法大致无误。“承匡”也见于明代《顾氏集古印谱》收录的战国三晋官印“承匡冢子”中，李家浩先生定之为魏物
很可能是正确的。承匡在今河南省睢县西，战国初期当属宋国，以后即转属魏。
鼎铭在主造者“工师”之后增加了“大夫”，从铸造制度趋于繁复这一点来推断，其铸造年代要晚于邢丘令鼎盖，应为魏安釐王九年（前268年）。

作为地方制造的铜器，“十六年邢丘令鼎盖”、“九年承匡令鼎”实施的是“令、工师（或增加“大夫”作为主造者）、冶”三级制。这与魏惠王时期（可能下沿至襄王时）地方制造铜器时使用的“令、视事、冶”相比已有了变化。换句话说，可以有无“视事”作为魏国铜器断代的一个标准，有“视事”一职的铜器时代不晚于魏襄王时期，反之则不得早于魏昭王时。按照这个标准，可对已经公布的尚未系年的部分魏国纪年铜器进行推断。

《集成》2590号“十三年[image: image18.bmp]
阴令鼎”使用的是“令、冢子、冶”三级制，没有“视事”这样的主造者，其时代应在魏昭王或安釐王时；2482号“二年宁冢子鼎”，铭文中有“冢子、冶”，其铸造时间应与“十三年[image: image19.bmp]阴令鼎”相仿佛。这可以从两个地名的相关考证上得到佐证。

宁地在今河南省获嘉县，何时入秦史书没有记载。《史记·魏世家》信陵君劝谏魏安釐王的话云：“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类似内容又见于《战国策·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战国纵横家书》十六“朱己谓魏王”章。学者多定这段文字的时间在魏安釐王十五年（前262年）。
既然此时秦国已经固有邢丘，从上引邢丘令鼎盖铭文来看，策文的时间不应晚于安釐王十六年。《魏世家》的这段话表明，宁地在安釐王十六年时仍属魏国，这与本文据铸造制度推测“二年宁冢子鼎”为昭王或安釐王时器的意见并无矛盾。    

“[image: image20.bmp]阴”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三十三年[image: image21.bmp]阴令戈”、《货系》1452号“[image: image22.bmp]阴”桥形布币等中。
吴振武先生读戈铭“[image: image23.bmp]阴”为“濦阴”，地在今河南省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东至周口市一带，戈的制造年代在魏惠王时。
或疑读为“鄢阴”（即鄢陵以北）。
如果将戈的年代定在魏惠王时，今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东至周口市一带在惠王时尚不属魏国领土，这是该意见的不利之处。上文所推断的“十三年[image: image24.bmp]阴令鼎”应为魏昭王或安釐王时器的意见，无疑为“[image: image25.bmp]阴”地望的确考提供了有利条件。

至于《集成》2240号“十年弗官鼎”、2308号“内黄鼎”以及《中日》630号“朝歌下官锺”等铜器，或由于地望待考，或该地入秦时间过晚（内黄、朝歌在前245—前241年方最终属秦），暂无法系年。另外，可从疆域变迁的角度推断《集成》9707“安邑下官锺”、2242“垣上官鼎”、《新收》367“垣上官鼎”等器的铸造时间。据《史记·魏世家》等，垣地、安邑分别于魏昭王四年、十年（前286年）最终属秦，这是其铸造时间的下限。而魏惠王九年即已迁都大梁，置用于都城下官机构的安邑下官锺，其铸造不会晚于魏襄王时。如果这个推测可信的话，这些只记置用地、容量的器物，其时代大致可推定在战国中期。

根据近年公布的新资料，本文在黄文的基础上对战国中晚期魏国纪年铜器的铸造制度作出新的考查。以铸造年代明确的三十年、三十五年虒（？）令鼎以及十六年邢丘令鼎盖等器物为基准，魏国国都与地方所造铜器的时代与制度可用下表列示：

	 王世
	监造者
	  主造者
	铸造者
	器物

	魏惠王
	
	  啬夫
	   
	梁十九年鼎

	
	 司寇
	   
	   
	梁二十七年司寇鼎

	
	  
	   
	  
	二十四年合阳鼎、

	
	  令
	  视事
	   冶
	三十年、三十五年虒（？）令鼎

	魏惠王或襄王
	
	工师、视事
	   冶
	十七年坪阴鼎盖

	
	
	
	
	二十三年襄平鼎二十七年宁皿

	魏昭王
	  令
	工师
	   冶
	十六年邢丘令鼎盖

	魏昭王或安釐王
	令
	上官冢子
	冶
	十三年[image: image26.bmp]阴令鼎

	
	
	   冢子
	冶
	二年宁冢子鼎

	
	
	右冢子、工师
	工
	六年工师鼎

	
	  令
	工师、大夫
	   冶
	九年承匡令鼎


魏国封君铜器可系年于下：

	 王世
	  主造者
	铸造者
	    器物
	   出处

	魏襄王
	  视事
	   冶
	信安君私官鼎
	《集成》2773

	
	  
	
	 信安下官鼎
	《珍秦》

	魏安釐王
	 宜信冢子
	
	宜信冢子鼎
	《集成》2451

	
	
	
	坪安君鼎

坪安少府鼎足
	《集成》2793

《新收》

	
	
	
	 长信侯私官鼎
	《集成》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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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振武：《新见古兵地名考释两则》，《九州》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5、136页。


� 吴良宝：《古币考释两篇》，《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第11、12页。


� 大概属于魏国封君之器的还有“信阴序□”铜权、《集成》“信阴君库戈”等，具体王世待定。“信阴序□”铜权见：黄锡全《新见尖足布与权铭考释》，陕西师范大学、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编《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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